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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视域下政府环境规制 

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企业环境责任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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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以工业企业为对象，从绿色发展视域考察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异质性企业环

境责任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政府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力度越大则企业绿色创新动力

越强；相较于反应型环境责任，政府环境规制对前瞻型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

响通过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的中介来发挥作用，而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不具有中介作

用。该研究结论为绿色发展视域下企业绿色实践与环境治理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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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是 21世纪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加强污染防治与生态建设，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方针，表明了环境治理的决心。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绿色”根植于我国经济发展要求当中；党的

十九大更是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作为我国当前和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时期，面

向 2030 年远景目标，我国又将绿色发展战略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1]。 

绿色是应对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创新实践是驱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在绿色发展战略与创新引

领发展情境下的绿色创新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关键。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作为资源与环境的消耗者，绿

色创新实践不仅是企业遵循绿色发展战略与创新引领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企业主动应对资源环境挑战的责任担当。随着

绿色发展理念的普及和政府环境规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企业绿色创新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支持波特假说的学

者认为，绿色创新是实现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2],环境规制可以产生“创新补偿”效应，部分甚至完全抵消遵循

成本，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开展[3]。另一方面，由于创新失败的风险与成本相对较高，部分企业很难主动将绿色创新作

为企业资源的投资选择。环境规制因素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是环境治理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

题，学者们大多基于合法性视角来探究外部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对于环境规制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影响绿色创新

行为还在探索当中[4]。本文认为，企业创新行为是在企业战略指导下的，主动或被动的企业环境责任的差异化战略选择在上述机

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本研究构建从政府环境规制到企业环境责任战略选择，再到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逻辑框架，从

绿色发展视域探究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拓展环境规制制度、绿色

创新行为与企业战略相结合的研究框架，为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和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与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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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 

随着创新引领发展和绿色理念不断深入，学术界对于政府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吴静指出，政府

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刺激”可以为企业创新指明研发方向[5]。Wang 等依据《中国环境保护法》探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

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有利于激励企业实施绿色创新[6]。Zhang 等从制度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环境法规

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响[7]。Qi等基于制度理论和吸收能力的视角，发现环境规制压力对绿色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8]。此外，

也有学者表示，政府规制作用下的创新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9]。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环境规

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1.2 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责任 

1.2.1 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 

Porter 和 Kramer 认为企业在社会环境中进行行为决策与责任承担是企业的重要社会属性之一，并基于此构建了企业社会责

任履行的决策框架模型[10]。该模型从企业履责的动因出发，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战略型社会责任和反应型社会责任两个方面。

环境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是工业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重要体现。本研究基于上述观点和相关研究将企业环境责任

分为前瞻型环境责任和反应型环境责任两种[10-12],前瞻型环境责任表示企业在获取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会主动采取绿色实践

与资源有效配置行为[13];反应型环境责任是指为了获得合法性地位，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仍处于规避阶段，仅仅简单地去遵守现有

的管制要求
[14]
。 

1.2.2 环境规制与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 

目前，关于外部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责任影响的研究中，以政府宏观政策[15]和环境监管制度[16]研究为主。王薇分析了政府

补贴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发现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环境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能享受的政府补贴越多[15]。

合法性理论指出，当面临合法性威胁时，企业不得不基于环境规制压力被迫承担环境责任，其目的在于规避政策风险和法律制

裁，但其战略重心仍在于市场规模扩张和盈利。也有学者表示，在遭受违反环境保护规定的处罚后，企业更偏向于采取积极的

态度进行企业活动[17]。由此，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形成了严格的制约，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H2a/2b:环境规制对前瞻型/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具有促进作用。 

1.3 企业环境责任的中介作用 

企业是环境规制的主要目标群体，加强政府环境规制建设对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进而推进企业主动开展绿色创新实践具有

重要作用。一方面，环保支持等政策使企业意识到绿色创新可以降低成本，企业因此也更具有进行绿色创新的责任感，更愿意

将现有资源投入到绿色创新领域[18]。另一方面，政府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环境违规成本提升，迫使企业不得不遵循管制并通过

反应型环境责任履行来促进绿色创新，目的在于规避政策风险和法律制裁。刘光富和郭凌军认为，环境规制是企业绿色创新的

重要推动力，而环境责任是企业响应环境规制、践行绿色创新的桥梁纽带
[19]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3a/3b:前瞻型

/反应型环境责任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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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我国 2015—2017 年沪深 A 股上市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与连贯性，剔除 ST、*ST 公司以及

数据存在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共计 821 个。变量数据主要来自各地区(城市)环境监管信息披露报告、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和国泰安数据库。为了减少样本数据中离群值的影响，对本研究所有连续型变量按照数据类型进行缩尾(Winsorize)处理。 

2.2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借鉴 Zhang 等的研究[7],使用绿色产品创新(gi_1)和绿色工艺创新(gi_2)两个变量来衡量绿色创新(gi)。绿色

产品创新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与能源消耗量之比衡量，绿色工艺创新利用各行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及技术改造经费投入之和进

行度量。 

解释变量：参考宋晓华等的衡量方法[20],选取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发的“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指数)作为衡

量地方政府环境规制(gov_p)的代理变量，PITI指数越大，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越高。 

中介变量：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文本中对于环境责任相关的表述一般为正面，且按照信息披露程度进行内容分析的方法

主观性过大，因此本文通过 Python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词频分析来测量企业环境责任(cer)。主要利用 Python 编写爬虫代

码从巨潮资讯网采集 2015—2017 年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根据企业环境责任的定义以及 Myšková 等的研究[21],列出企业环

境责任关键词词库，再对环境责任文本进行分词(结巴jieba)与预处理，参考 Henriques等[11]、祝继高等[12]的研究，将企业环境

责任从反应型环境责任(cer_pas)和前瞻型环境责任(cer_pro)两个方面进行划分，最后以关键词的词频作为企业环境责任得分。 

控制变量：选取企业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top1)、独立董事人数(indr)、固定资产增长率(growth)、资产报酬率(roa)、

企业成立年限(year)作为控制变量。 

2.3 模型构建 

为深入探究环境规制、企业环境责任、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加以验证，具体的模型如下： 

 

其中，gi 表示绿色创新，包含绿色产品创新(gi_1)和绿色工艺创新(gi_2);gov_p 表示环境规制；cer 表示企业环境责任，

包含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cer_pro)和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cer_pas);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由表 1 相关分析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之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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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了环境规制、企业环境责任(前瞻型/反应型)、绿色创新(产品/工艺)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各变量之

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均处于合理水平。对于各变量之间的具体关系，本研究将进行进一步分析。 

3.2 回归分析 

根据表 2回归分析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36,p<0.01;β=0.002,p 

<0.01),表明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积极开展，假设 H1得到验证。环境规制对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β=0.001,p<0.01),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对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有促进作用，该结果验证了假设 H2a;环境规制对反应型企业

环境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01,p<0.1),说明政府环境规制对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有促进作用，该结果验证了假设H2b。

在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关系中，将前瞻型环境责任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后，环境规制对绿色

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回归系数降低(β=0.032,p<0.01;β=0.002,p<0.01),表明前瞻型环境责任在环

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3a得到验证；将反应型环境责任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后，反应型环境责任对

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不显著(β=2.709,p>0.1;β=0.101,p>0.1),表明反应型环境责任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

间不具有中介作用，假设 H3b未得到验证。 

表 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mean sd gi_1 gi_2 cer_pro cer_pas gov_p size top1 indr mean sd growth roa 

gi_1 9.155 1.818 1 
           

gi_2 17.440 0.144 0.376*** 1 
          

cer_pro 0.029 0.021 0.171*** 0.195*** 1 
         

cer_pas 0.032 0.038 0.103*** 0.070** 0.307*** 1 
        

gov_p 57.820 11.000 0.153*** 0.116*** 0.284*** 0.104*** 1 
       

size 22.250 1.295 -0.271*** -0.065* 0.051 -0.004 0.089** 1 
      

top1 33.740 14.040 -0.163*** -0.110*** -0.055 -0.041 -0.099*** 0.268*** 1 
     

indr 1.468 0.155 0.105*** 0.003 0.229*** 0.239*** 0.033 -0.053 -0.090*** 1 
    

growth 3.917 8.105 0.077** 0.015 0.016 -0.004 -0.038 -0.062* -0.003 0.069** 3.917 8.105 1 
 

roa 0.051 0.073 -0.021 -0.022 -0.039 -0.043 -0.054 0.032 0.048 -0.028 0.051 0.073 0.043 1 

 

表 2回归分析结果汇总 

变量 

cer gi 

cer_pro cer_pas gi_1 gi_1 gi_1 gi_2 gi_2 gi_2 

gov_p 0.001*** 0.001* 0.036*** 0.032*** 0.036*** 0.002*** 0.002***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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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0) (1.830) (5.420) (4.790) (5.330) (4.570) (3.710) (4.500) 

cer_pro 
   

14.297*** 
  

1.357*** 
 

    
(4.530) 

  
(4.280) 

 

cer_pas 
    

2.709 
  

0.101 

     
(2.040) 

  
(0.680) 

size 0.000 0.001 -0.214*** -0.214*** -0.211*** 0.002 0.001 0.002 

 
(0.300) (-0.860) (-2.770) (-2.780) (-2.740) (0.280) (0.200) (0.280) 

top1 0.000 0.000 0.010 0.010 0.010 0.001 0.001 0.001 

 
(0.250) (0.060) (-1.270) (-1.290) (-1.270) (-1.220) (-1.240) (-1.220) 

indr 0.017
**
 0.032

**
 0.937

**
 0.677

*
 0.858

**
 0.001 0.028 0.003 

 
(2.490) (2.440) (2.400) (1.720) (2.210) (0.020) (-0.750) (-0.080) 

growth 0.001** 0.000 0.049 0.044 0.065 0.001 0.036 0.037 

 
(2.210) (0.250) (1.400) (-0.050) (-0.080) (0.380) (-0.590) (-0.590) 

roa 0.000 0.006 (0.047) 0.037 0.048 0.037 0.000 0.001 

 
(-0.010) (0.370) (-0.060) (1.000) (1.330) (-0.590) (-0.010) (0.380)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squared 0.144 0.098 0.122 0.138 0.127 0.026 0.057 0.030 

F 14.320 10.150 9.220 8.580 8.300 2.290 3.460 2.370 

 

3.3 稳健性分析 

借鉴徐建中和王曼曼的研究
[22]
,以绿色产品创新与绿色工艺创新的变量值之和表示企业绿色创新，验证环境规制、企业环境

责任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图表略)。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企业环境责任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与上述实证回归

分析结果一致，表明原假设关系仍成立。因此，本研究得出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选取 2015—2017 年我国 A 股上市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基于词典的 Python 文本分析方法对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抓取与处理来作为企业环境责任数据，结合从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环境年鉴》整理的工业企业其他相关数据，

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绿色发展视域对政府环境规制、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得出以下结

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越大，企业绿色创新动力越强；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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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的作用显著为正，意味着政府环境规制越严格，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意愿越高；从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履行角度来看，相较

于反应型环境责任，环境规制对前瞻型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起中

介作用，而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未发挥中介作用，换言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驱动作用通过前瞻型环境责任履行而进一步

增强，但并不会通过反应型环境责任履行进行传导。 

4.2 启示与建议 

为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政府应将环境治理和绿色创新驱动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加强与完善命

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体系建设，为企业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实践营造有利环境。针对环境责任承担情况不同的

企业，政府应依据企业差异进行相应调整。由于以前瞻型方式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相较于反应型企业的绿色创新积极性更强、

投入更大、战略方向更清晰、更可能获得效益与效率，政府应对其进行优先支持，更大程度地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同时，

可以通过提高“合法性边界”标准以提升反应型企业的环境责任和绿色创新水平，总体上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进程。 

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企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需要树立环境责任意识，主动推进绿色创新实践，将合法性和战略性水平的提升有机协同。同时，结合“碳达峰”“碳中和”

的目标和企业自身特征，充分利用政府的各项环境政策与优惠补贴，将内外资源相整合，有效配置在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

创新等方面，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让绿色成为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和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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